
 

董事勤勉义务的规范展开与司法适用

郭  远
（北京师范大学 法治发展研究中心, 广东 珠海 519000）

摘   要：新《公司法》虽仅在第180条直接规定了董事勤勉义务，但其对该义务的规范内容并未局

限于此单一法条。通过体系化解读第19条、第67条、第179条、第180条等条文可得，新《公司法》中董事

勤勉义务规则至少能拓展出以下内容：一是将守法义务作为基本规范要求；二是强调董事在内部监督

中须履行两项核心职责，即落实对董事会决议异常情况的调查，以及构建有效运行的公司内部控制机

制；三是根据公司规模大小、是否为国家出资公司以及董事在公司内部的职权分工，对不同类型的董事

设置差异化的勤勉义务内容。要在司法实践中落实新《公司法》的董事勤勉义务规则，关键在于明确

该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我国可以考虑引入司法谦抑性较强的商业判断规则，将其作为董事勤勉义务

的司法审查标准，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初步的裁判框架与价值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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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完善董事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
①

的具体内容是2023年新《公司法》修改的主要任务之一。
②

在此次修改前，旧《公司法》关于这两大义务的规定较为简略，尤其是对于董事勤勉义务，相关

规定仅点到为止。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该义务长期以来缺乏具体的要求，司法上也无明确的

裁判标准。
③

新《公司法》第180条对董事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作出了相对清晰的区分与界

定：忠实义务要求董事“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

当利益”；勤勉义务则要求董事“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

注意”。尽管该法条对两项义务作出了初步阐释，但对比二者在新法中的规范篇幅仍可看出，立

法者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较为谨慎。具体而言，董事忠实义务在第181条至第184条中通过具

体违法行为的类型化列举得到了进一步展开，而董事勤勉义务除第180条的原则性界定外，并

未配备更多具体条款。对此有学者指出，在我国成文法传统下，法官判案高度依赖法律的明确

规定，故如何依据新《公司法》判断董事是否履行勤勉义务，已成为实务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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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公司法》仅在第180条直接规定了董事勤勉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关于该义务的

规范内容局限于此。在一部法律中，条文通常并非孤立存在，各个条文之间往往相互关联、彼

此呼应。董事勤勉义务规则的具体要求，也需放在整部法律的结构中加以理解。事实上，若整

体审视新《公司法》可见，多个条文虽未明示“勤勉”二字，却实质上对董事如何履行勤勉义务

作出了规范。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通过系统解读新《公司法》条文，对其中董事勤勉义务的

规范要求予以体系化展开，以期为该义务在实践中的准确适用提供参考。

二、  董事勤勉义务与守法义务的规范关系

旧《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其中，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在

我 国 学 界 通 常 被 称 为 守 法 义 务 。
①

区 别 于 旧 法 ， 新 《 公 司 法 》 将 守 法 义 务 列 为 独 立 条 文 （ 第

179条），与规定了勤勉义务的第180条分列两条。这种立法修改显然会引发疑问：新《公司法》下

守法义务是否为一项独立的董事义务？该义务与勤勉义务存在何种适用关系？对于这些疑问，

下文将聚焦新《公司法》条文展开分析。

（一）新《公司法》下守法义务是否独立于董事勤勉义务

尽管新《公司法》出台时间不长，但学界围绕该法的董事义务规则已有许多研究。在董事义

务的分类上，有学者提出“四分说”，即将新《公司法》的董事义务分为四大类：忠实义务、勤勉

义 务 、 守 法 义 务 、 法 定 义 务 扩 张 形 成 的 清 算 义 务 。
②

其 中 ， 董 事 清 算 义 务 源 于 新 《 公 司 法 》 第

232条，但结合新《公司法》第238条“清算组成员履行清算职责，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规

定来看，该义务应被归类为董事的忠实义务或勤勉义务。
③

因此，“四分说”的核心争论实则在

于守法义务是否构成一项独立的董事义务。

支持守法义务独立于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观点主要有三点理由。其一，新《公司法》第

191条规定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需要守法义务作为理论支撑。具体而言，由于忠实义务与勤勉

义务的义务对象仅限于公司，债权人无法据此来追究董事的责任，故为突破这一局限，有必要

将守法义务确立为一项独立于传统董事义务的一般法定义务。
④

由此，当董事因故意或重大过

失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时，第三人即可依据守法义务请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二，守法义

务来源于对社会的责任，而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则来源于对公司的责任。换言之，守法义务并

未将公司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其保护对象实质上是公众对公司守法的合理期待。
⑤

基于此，当

董事故意引导公司实施违法行为并使公司短期内获益时，该行为虽明显违反守法义务，却未必

构成对忠实义务或勤勉义务的违反。其三，守法义务在实践中具有与忠实义务、勤勉义务不同

的履职标准。守法义务的履行与否在实践中较易辨析，而反观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前者“避免

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与后者“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的履

行标准均难以明确，这种履行标准的差异使守法义务与后两项义务截然不同。
⑥

前述三点理由显然有待商榷，基于这些理由难以认定守法义务是一项独立于忠实义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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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义务的董事义务。首先，新《公司法》第191条规定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其理论基础并不

需要诉诸守法义务，学界对该责任已存在多种解释路径。例如，有观点认为，董事对第三人责

任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责任，该责任的理论基础植根于董事对第三人的合理注意义务（Duty of
Reasonable Care），即任何人皆负有不侵害他人权利的注意义务。

①
再如，有观点直接将董事对第

三人责任归因于其违反信义义务，认为该责任是董事怠于履行勤勉义务或忠实义务导致第三

人损害所产生的法定责任，属于董事责任的加重形态。
②

其次，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守法义务

与公司责任的关系至少应是一种引导而非相斥的关系，董事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履行也绝

非与社会责任毫无关联。一方面，守法义务并未修正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是通过为

公司划定行为边界，确保该目标的实现具备制度根基。
③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董事要实现

公司利润最大化以履行对公司的责任，本质上也依赖于由守法义务所构建的市场秩序。另一方

面，在实践中，即便是最偏袒公司利益的国家，其法律也不允许公司董事以违反法律、牺牲社

会公共利益为代价，去履行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这意味着，源于社会责任的守法义务实质上

可看作董事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履行的潜在前提要求。最后，抛开履职标准差异能否证立义务

独立性的争议不谈，所谓“守法义务较之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具有更易辨析的履职标准”的立

论本身并不成立。我国学界近年来围绕法律中“强制性规定”所产生的诸多争论实际上便证明，

判断何为违法绝非易事。况且，辨析守法义务的履行与否也并非机械对标相关法律法规，往往

需要结合具体案情作出专业判断。

（二）作为董事勤勉义务基本规范要求的守法义务

从新《公司法》直接规定或间接包含董事勤勉义务的内容来看，守法义务应被定位为董事

勤勉义务的基本规范要求。

这种定位可从新《公司法》第180条第2款的规定中直接推导而出。聚焦该条款“执行职务应

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的表述，两条指向守法义务作为董事勤

勉义务基本规范要求的逻辑线索清晰可见。第一条线索蕴含于“公司的最大利益”的要求之中。

尽管新《公司法》未对“公司的最大利益”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但从该法第180条的立法目的出

发，该概念显然难以被解读为允许董事无法律底线地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立法者所期待的董

事勤勉履职，应是以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存续与发展为前提来实现公司利益，而严格履行守法义

务，正是公司合法存续、避免重大风险的基石。事实上，我国有学者直接指出，“公司的最大利

益”在新《公司法》下应理解为“推定的永久股东的利益”，其本质上要求董事在履行勤勉义务时

遵守守法义务，因为唯有守法方能维系公司存续，进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④

第二条线索

则潜藏在“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的标准之内。在当代法治文明社会，遵守法律法规是任

何理性成员参与商事交易必须遵循的最基本行为准则。因此，在衡量董事是否尽到“管理者通

常应有的合理注意”时，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便是，勤勉尽职的董事应知晓并严格遵守与其职

务行为相关的规则，避免因自身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害。这是任何称职董事所必须具备的、

最低限度的职业素养与注意水平。据此，董事违反规则的行为本身，即应被认定为对“合理注

意”标准的根本性背离，从而直接违反勤勉义务。

除新《公司法》第180条外，该法的其他条文亦能推导出，守法义务应被视为董事勤勉义务

的基本规范要求。此推论源于新《公司法》第67条关于董事会职权的规定。根据该法条第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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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项至第9项的规定，董事会享有公司经营计划、投资方案、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基本管理制度

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人选与报酬等公司宏观经营层面事项的决策权，故对公司的宏观经营管理

作出决策已成为董事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①

在此背景下，由于新《公司法》第180条规定的勤勉

义务要求董事执行职务时尽到合理注意，审慎经营公司自然构成了董事勤勉义务的一项重要

内容。
②

与此同时，新《公司法》第19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这

为公司经营行为设定了基本的行动准则，意味着公司层面经营行为的根本前提与内在要求必

然是守法。脱离法律法规框架的经营行为，无论其短期效益如何，本质上均与新《公司法》第

19条相悖，蕴含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因此，将新《公司法》第67条、第180条所确立的董事审慎经

营职责，与第19条为公司设定的守法底线要求相结合进行体系解释，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董

事在履行勤勉义务的过程中，确保自身经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是其义务履行最基本、最底线

的规范要求。这不仅是逻辑推演的应有之义，也是法律体系内在一致性的体现。实际上，守法

义务与勤勉义务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在针对上市公司这一特殊主体制定的监管规则中体现

得更为明显与直接。例如，2025年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02条规定：“董事应当遵守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董事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一）

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此条文清晰地将“保证公司行为合法合规”设定为董事履行勤

勉义务的直接目标与核心内容。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也往往将守法义务与勤勉义务联系在一起进行裁判。例

如，在“扬州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王某翼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对于董事为了催交

公司应收账款而实施的越权起诉行为，法院以新《公司法》第179条“守法义务”和第180条“勤勉

义务”的规定为依据，认为该董事违反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③

再如，在“新疆某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殷某甲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法院

直接指出，判断董事是否实施了违反勤勉义务的行为，主要以董事“在履职过程中是否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不执行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导致公司受损来认定”。
 ④

事实上，通过对我国涉及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案例进行系统分析可知，由于新《公司法》并未

就违反该义务后的具体赔偿责任作出细致规定，法院在认定董事违反勤勉义务后，往往会援引

新法第188条（董监高违反守法义务的赔偿责任）作为裁判依据。
⑤

这一裁判思路不仅体现了法

院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司法续造的努力，也进一步印证了守法义务在法理与实践层面均深

深植根于董事勤勉义务体系之中的基本命题。

三、  董事勤勉义务向公司内部监督的规范延伸

在我国学界，董事守法义务除包含董事自身须合法守章这一基本内涵外，通常还被赋予更

广泛的内涵，即董事应承担内部监督职责，确保公司经营活动的合法性。
⑥

此广义层面的守法

义务，又被我国学者称作董事监督义务。
⑦

前文已阐明，新《公司法》下的董事勤勉义务规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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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保证自身履职合法守章作为基本规范要求，那么此处遗留疑问：该规则是否进一步涵盖了

董事监督义务——确保公司经营合法守章的内部监督职责？

（一）新《公司法》下勤勉义务涵盖董事监督义务的证成

讨论此问题前，有必要厘清在新《公司法》下董事是否承担监督义务。纵观该法全文，尽管

缺乏关于董事监督义务的直接规定，但其中诸多条文均反映出，董事具有确保公司经营合法守

章的内部监督职责。一方面，聚焦新《公司法》引入并推行的单层制公司，担任该类公司审计委

员会成员的董事显然负有监督义务。所谓单层制公司，是指选择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

会行使监督职权的公司。
①

在此类公司中，由于不设监事会，依据新《公司法》第69条或第121条

的规定，监事的内部监督职能转由审计委员会的董事具体承担，这些董事便自然承接了原本应

由监事承担的法定监督义务（同法第78条）。另一方面，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于：依据新《公司

法》，非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董事以及双层制公司（设监事会与董事会）的董事，是否同样承担监

督义务？如前所述，新《公司法》第67条第3项、第7项至第9项的规定表明，董事需要对公司的宏

观经营管理事项作出决策。因此，就这些事项的合法性而言，依据自身判断作出决策的董事理

应对有关决策事项开展合理调查，并承担监督义务。事实上，对比新《公司法》第67条第8项与

第78条第2项的规定可见，监事会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高级管理人员仅能提出解任建议，而是

否解聘的最终决定权归属于董事会。此立法安排实质上表明，立法者意在要求董事会主动审

查、判断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被动采纳监事会的建议。这一合法性判断过程的核

心即是一种监督行为。因此，尽管新《公司法》并未使用“监督义务”一词，但该法通过要求董事

参与是否解聘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会决议，为其设定了针对该类人员的监督义务。当然需要注

意，董事的监督对象应不限于高级管理人员。鉴于第67条第3项、第7项、第9项所涉决议事项常

依赖内部人员提供的资料，且董事对其他董事的违法行为显然不能视若无睹，其监督范围应涵

盖公司员工及其他董事。
②

结合新《公司法》的条文分析，董事监督义务在立法层面的定位更宜被理解为勤勉义务的

一项子义务。诚然，相较于旧《公司法》，新《公司法》通过允许公司选择单层制治理架构，显著

强化了董事的监督职能。
③

然而，如前所述，新法并未明确规定董事负有监督义务，仅在第67条

关于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中，间接隐含董事负有监督职责的要求。因此，董事监督义务在新《公

司法》下缺乏直接的条文支撑，难以依据该法被径直认定为一项与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相并列

的董事义务类型。基于新《公司法》的立法结构，相较于将董事监督义务强行归入忠实义务的

范畴，将其纳入勤勉义务的体系之内显然是一个更为契合立法本意的选择。一方面，新《公司

法》第180条对忠实义务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界定，其核心在于规范董事自身行为，重点防范、化

解董事个人利益或关联方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反观董事监督义务，其核

心要义并非约束董事自身的利益冲突行为，而是要求董事积极履行对公司内部人员行为的监

管职责，确保公司运营合法守章，防范内部人损害公司利益。这种以积极履职、主动管控风险

为核心内容的义务属性，与忠实义务侧重于“避免利益冲突”的消极防范型规范逻辑存在本质

差异。另一方面，监督义务的内容与新《公司法》第180条对勤勉义务的定义高度契合，即“执行

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换言之，履行有效的监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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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董事作为公司管理者，为了实现公司最大利益而必须尽到的“合理注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要求董事具备必要的审慎与主动性，去发现并纠正公司内部存在的问题，这恰恰契合勤勉义

务所要求的行为模式。因此，将监督义务定位为勤勉义务项下的子义务，不仅在条文逻辑上更

为顺畅，也更准确地反映了新《公司法》对董事履职要求的立法意图。

实际上，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监管部门与法院在认定董事监督责任时，通常会依据勤勉义

务而非忠实义务进行说理。
①

例如，在“广东和鑫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宋玉峰损害公司利益责

任纠纷”案中，法院指出：“我国公司法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标准属于典型的

严格勤勉标准，包括决策勤勉及监督勤勉。其中监督勤勉系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主

动对其他董事、经理层以及员工等人的行为实施监督。”
②

此外，还有法院在裁判中进一步提出

了“监督勤勉义务”这一概念，将监督职责明确纳入勤勉义务的范畴，进而在司法认定层面强化

了监督义务与勤勉义务的绑定关系。
③

（二）董事勤勉义务规范框架下履行监督义务的具体要求

作为勤勉义务的子义务，董事监督义务的具体要求可概括为，董事应承担内部监督职责，

确保公司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基于新《公司法》的条文展开分析，该要求至少可具体落实为以

下两项职责。

第一，当董事参与公司董事会决议时，应当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调查相关决

议事项中存在的异常情形。此处的事项主要指新《公司法》第67条规定的董事会法定经营管理

决策事项（第3项、第7项至第9项）以及意定经营管理决策事项（第10项）。董事会享有上述事项

的决策权构成了董事监督义务的法理基础与逻辑起点。其内在逻辑可清晰表述为，董事若要切

实履行勤勉义务，审慎作出上述攸关公司经营全局的重大决策，必然需要对公司内部相关人员

的履职情况以及事务的具体进展开展必要的前置性调查与持续跟进。这种为保障决策质量所

必需的调查行为本身，即内在蕴含了监督的属性与功能。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诸多案

例表明，法院在认定董事是否尽到勤勉义务时，会将其是否主动调查并识别决议中的异常情形

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④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该类调查要求的适用范围应严格限定于新《公

司法》第67条规定的法定与意定经营管理决策事项，不宜作扩张解释。将董事监督义务边界限

定于此，主要基于三点理由：其一，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个体成员，董事的时间、精力、专业知

识均存在客观局限，要求其对公司内部所有事项开展无差别、全方位监督，既缺乏合理性，亦

明显不切实际；其二，从监督维度为董事施加过重的勤勉义务负担，将促使董事要求更高的履

职风险补偿，无形中增加公司治理成本、降低运营效率；其三，新《公司法》第67条对董事会职

权的列举式规定，本身意在将董事基于决策权衍生的监督义务限定于宏观性、战略性、重大性

事项范畴。该立法设计既确保董事在关键环节有效履职以维护公司利益，也尊重公司内部监督

工作的分工，避免因职责不清引发的治理混乱与效率损耗。

第二，董事应尽到合理注意，确保公司建立有效运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以保障公司内部人

员履职守法合章。这一体现董事监督职责的具体要求被我国学者称为“内部控制义务”，并被普

遍视为董事勤勉义务的重要内容。
⑤

尽管新《公司法》未直接规定董事的内部控制义务，但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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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条赋予董事会“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的法定职

权，据此不难得出董事应负有内部控制义务的结论。一方面，内部控制机制的生效依赖内部监

管机构的设置，该类机构应归类为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其设置权限依法归属于董事会。另一方

面，内部控制机制的构建关乎公司能否建立保障其内部成员遵守规则的监管制度，该制度应被

认定为公司最重要的基本管理制度之一，其制定权同样归属于董事会。对此，反对的观点可能

主张，构建内部控制机制属于监事会职权范畴，故内部控制义务应由监事承担。然而，新《公司

法》第78条关于监事会职权的规定并未明文支持这一观点。同时，依据新《公司法》第69条、第

121条的规定，公司可不设监事会和监事，此类公司显然无法由监事承担内部控制义务。实际

上，针对公司内部控制义务的主体归属问题，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早已作出明确回答。该规范第3条将“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列为企业内部控

制的重要目标之一，第12条则明确：“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监事会对董

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经理层负责组织领导企业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

四、  董事勤勉义务的类型化规范要求

前文已对除新《公司法》第180条外间接涉及董事勤勉义务的相关条文进行了探讨，系统梳

理了其中蕴含的具体义务内容与要求。回归第180条本身进行审视可得，该条文的价值远不止

于对董事勤勉义务内涵的抽象概括，其关键的制度贡献在于引入了类型化规范要求。所谓类型

化规范要求，是指根据不同的董事设定不同的勤勉义务要求，此要求体现在新《公司法》第

180条所采用的“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表述之中。学者普遍认为，该表述正是立法

采取类型化规范要求的直接体现：在判断董事是否妥善履行勤勉义务时，既要考察该董事是否

具备类似职位上一般理性人应有的经营能力、任职经验、知识技能，也要兼顾其自身专属的知

识、经验、技能。
①

具体而言，董事勤勉义务在新《公司法》中的类型化规范要求包含两个层面。

（一）不同公司层面上董事勤勉义务的类型化规范要求

针对不同类型公司的董事，勤勉义务规则的适用要求应有所区分，具体包含以下两点。

第一，在不同规模的公司中，新《公司法》的董事勤勉义务天然存在差异化的规范需求。根

据公司规模去设置差异化的法律制度，本身在法学理论界已近乎形成共识，鲜有反对意见。
②

新《公司法》实质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围绕公司规模设置了许多差异化的条文。
③

尽管这

种差异化并未在新《公司法》的董事勤勉义务规则中明文体现，但在理解该法第180条提及的

“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时，将公司规模作为考量因素，不仅契合条文的体系性，也更贴近现实

需要。以前述内部控制义务为例，若机械要求小型公司董事与大型公司董事投入同等程度的时

间、金钱去构建内部控制机制，显然脱离实际。究其原因，对于内部成员屈指可数、业务结构相

对单一的小型公司而言，董事通过日常直接参与、管理，往往就能有效实现对其他成员行为的

即时监督，要求其构建所谓的内部控制机制实属多此一举。日本学界便普遍认为，只有在达到

一定规模的公司中，董事才难以直接监督每名员工，由此产生构建内部控制机制的义务。
④

第二，在国家出资公司中，新《公司法》的董事勤勉义务存在特殊的规范需求。基于国家控

股或独资的股权结构，此类公司本质上具备“人民性”，
⑤

其决策重心往往超越单纯营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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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聚焦于政策落实与公共利益的实现。
①

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相较于将营利作为主要目标

的私有公司董事，国家出资公司的董事在作出决策时有必要更多地考虑社会公共利益，
②

有时

甚至无法仅从公司经济利益出发作出最优商业判断。因此，从法理层面审视，国家出资公司的

董事勤勉义务天然内嵌了独特的公共性要求，其履行状况的评价标准将社会公共目标的达成

情况作为一项核心乃至优先的考量因素。那么，新《公司法》是否以成文条款明确了这种特殊

规范要求？通览该法全文，确实未能找到直接、明确的条文对此予以专门规定，答案在形式上

是否定的。然而，须注意的是，通过对新《公司法》相关修订内容进行深入剖析，可间接推导出

肯定性的结论。简言之，对比旧《公司法》在有限公司章节（第二章）下设立“国有独资公司的特

别规定”一节，新《公司法》将国家出资公司独立成章（第七章），且该章章名在修法过程中由

“国家出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修改为“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对于这一关键性的

章名修改，我国学者指出，它实际上限缩了新《公司法》对国家出资公司的规范事项，使得该法

“仅规范国家出资公司的组织机构，对于组织以外的事项则不予调整”。
③

换言之，国家出资公

司的董事勤勉义务在新《公司法》下缺乏专门的成文规定，需要参照其他法律法规乃至政策文

件予以确认。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理解

与确认国家出资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特殊规范要求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践指引与权威依据。

特别是2016年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以及2024年出台的《关于

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均以高度明确的政策语言，系统阐释了国

有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之外，须将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等社会公共利益

目标置于公司运营的核心位置。因此，对于国家出资公司的董事而言，积极推动并有效实现文

件所规定的社会公共利益目标，并非仅是道德倡导，而应被视为其履行勤勉义务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核心内容。

（二）同一公司层面上董事勤勉义务的类型化规范要求

在同一公司内部，应根据不同董事的具体角色与职责，对其勤勉义务的内容与履行标准进

行分类设定。在现代公司运作中，一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虽均可被称为董事，却往往存在显著

的职权差异。在学理上，学者对董事进行了多样化的类型区分，常见类别包括但不限于执行董

事、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内部董事、外部董事、职工董事、影子董事等。
④

新《公司法》也明确

体现出立法者对董事类型差异的认知，例如，第121条要求股份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得在

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第173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应当半数为外部

董事”。然而，遗憾的是，新法未能将这种类型化的思维提升为一项贯穿始终的一般性规定，亦

未能为董事勤勉义务的差异化提供明确的制度框架。虽然缺乏此种一般性规定，但本文认为，

立足于新《公司法》第121条与第173条所隐含的、对董事角色进行功能性区分的逻辑，在适用该

法第180条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时，应以“是否兼任董事以外职务”为核心标准，将董事划

分为内部全职董事与外部兼职董事。据此，在判断二者是否“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时，应适用不同的考察尺度。

从实践履职层面审视，内部全职董事应比外部兼职董事承担更严格的勤勉义务。
⑤

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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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80条中“执行职务”的表述，为这一以职务为核心的类型化规范要求提供了明确的法律

依据。该表述表明，董事履行勤勉义务所要求的合理注意，其判断基准植根于董事具体执行的

职务内容。
①

鉴于内部全职董事在公司业务第一线担任具体职务，而外部兼职董事仅在公司担

任董事，前者执行董事职务的深度、频度、广度均远大于后者，其应尽的合理注意要求自然更

高。例如，在前述内部监督职责上，相较于外部兼职董事，负责公司业务管理的内部全职董事

因其日常深入业务环节，无疑拥有更多机会发现公司员工的业务造假行为，监控公司内部控制

机制是否有效运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同一类别董事内部，董事勤勉义务的要求也

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在履行公司财务监督职责时，任职于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独立董事和任

职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董事虽同样属于外部兼职董事，二者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却难以相提

并论；后者因其任职委员会的核心职能与专业要求，应在财务信息的审阅、内控有效性的评估

及风险识别等方面承担更严格的勤勉义务。

从理论层面审视，内部全职董事与外部兼职董事在勤勉义务上的类型化规范要求也能找

到诸多佐证。第一，结构洞理论为此观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当两个群体之

间多数成员缺乏直接联系且彼此陌生时，易形成“结构洞”；能够桥接这一结构洞的个体可凭借

自身的信息优势，实现对两个群体的行为操纵。
②

映射到公司治理场景中，员工群体与外部兼

职董事群体之间天然存在结构洞。在此场景下，内部全职董事实质上充当了两大群体之间的

“桥梁”，其在董事会会议中是否勤勉地传达公司具体业务的执行情况，将会直接影响外部兼职

董事能否有效履行勤勉义务。因此，尽管两类主体均被冠以“董事”之名，但鉴于其信息获取能

力、业务参与深度及在公司运营中所处位置存在差异，法律理应对内部全职董事设定更为严格

的勤勉义务要求。第二，支撑前述类型化规范要求的另一重要理论基石是比例原则。根据该原

则，法律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要求，应与其遏制违法行为的目的相均衡。
③

要求内部全职董事与

外部兼职董事承担同等程度的勤勉义务，显然有违比例原则。一方面，外部兼职董事不在公司

内部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其投入公司事务的时间、精力远低于内部全职董事。另一方

面，据我国学者统计，外部兼职董事的薪酬水平显著低于内部全职董事。
④

可见，在投入时间、

实际控制力以及所得报酬均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要求两类董事适用完全一致的勤勉义务

规则，既难谓公平合理，亦不符合商业实践中的普遍认知。

五、  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适用

诚然，前文对新《公司法》中董事勤勉义务法律规范的深入解读，为理解其具体要求奠定了

必要基础。然而，规范文本的生命力最终在于司法适用，新《公司法》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规范

要求欲从抽象条文转化为可执行的裁判依据，关键是在审判实践中确立一套合理且具有可操

作性的司法审查标准。这一标准构成连接“规范要求”与“司法适用”的核心枢纽，也直接关系到

新法的董事勤勉义务规则能否真正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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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公司法》下董事勤勉义务司法审查标准的缺失

须说明的是，新《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司法实践中，第

180条与第188条常被援引以解决相关纠纷，然而细究之下，二者均未真正构建起该义务的司法

审查标准。

聚焦新《公司法》第180条，该条文更应定位为董事履行勤勉义务的行为标准，而非司法审

查标准。在我国学界，行为标准与司法审查标准的区分并非新近提出的理论分类。在董事勤勉

义务的特定语境下，行为标准指向立法机关对董事业务水平及决策能力的期待与规范性指引，

其旨在规定董事勤勉履职的基本行为范式，并为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提供评价标尺；司法审查标

准则聚焦司法权对董事职务行为的事后审查，规定法院评估董事勤勉履职的审查尺度，并构成

公司内部监督程序评价之外的司法评价。
①

要厘清两大标准的区别，关键在于认识到董事与法

官在知识背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概言之，董事勤勉义务的行为标准规则面向广大董事（含

非法学背景者），须简明扼要，以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而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规则

主要针对具备法学素养的法官，理应兼容商业判断、风险分配公平性及社会经济政策等多元

“社会性命题”，其表述必然更为复杂精密。 
②

从新《公司法》第180条的条文内容、表述方式及其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预期功能来看，该条文的核心目的是为董事履行勤勉义务提供一套原则

性的行为标准，而非为法院审查董事勤勉义务设定具体的司法审查标准。

将新《公司法》第188条直接定位为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其妥当性也值得商榷。

该条文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承认，这一直接规定董事责任触发条件的条文在

内容上确实为法院判断董事是否依法履职提供了基本的裁判指引。然而，将新《公司法》第

188条直接视为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规则，则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该条文覆盖范围

存在较大局限。尽管如前所述，守法义务是董事勤勉义务的基本规范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只

要董事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就必然不违反勤勉义务。董事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若

未能遵守部门规章、行业规范、公司内部具体规章与惯例等，亦可能构成对勤勉义务的违反，

这些规则同样需要法院在司法审查时予以关注。
③

另一方面，就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

而言，新《公司法》第188条的规定过于僵硬。如前所述，新法第180条所界定的董事勤勉义务内

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其蕴含了类型化规范要求。若将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

限定于第188条要求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与公司章程”的情形，则法院在面对大量未被明文

规定的勤勉义务违反情形时，将重新陷入审查标准缺位的困境。即便将违反新《公司法》第

180条的勤勉义务视为该法第188条下的“违反法律”，这种操作在逻辑上已然绕回原点：法院实

质上仍需重新构建一套司法审查标准来判断第180条勤勉义务的违反边界。实际上，在我国学

界，针对内容基本等同于新《公司法》第188条的旧《公司法》第149条，早有学者指出，该条款无

法精准体现董事勤勉义务应有的丰富内涵，难以为董事违反勤勉义务提供合理的司法审查标准。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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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判断规则在新《公司法》下何以适用

新《公司法》尚未明文规定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如何明确该标准是亟待回应的

问题。
①

在此背景下，引入商业判断规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所谓商业判断规则，是一种被广泛

用以评估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
②

其基本理念在于，法官应避免仅因商业决

策结果不利或表面合理性存疑，便轻易追究董事的决策责任。
③

从司法实践来看，新《公司法》

实施后，不少法院在审理涉及董事勤勉义务的案件时，已实质借鉴、运用商业判断规则的相关

法理，以弥补成文法规审查标准的缺失。
④

这说明，商业判断规则在我国并非完全陌生的舶来

概念，而是已具备一定的司法探索经验。

在理论上，关于商业判断规则引入我国的正当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已有较为充分的论

证。
⑤

新《公司法》出台后，一个实践问题随之浮现且亟待回答：商业判断规则在新法下是否存

在适用空间？对此，本文持肯定立场，理由如下。

第一，新《公司法》第180条为商业判断规则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就该条文表述的董事

勤勉义务，我国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其“通过‘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语义限定，将勤勉义务的内

容与交易习惯相挂钩，从而为商业判断规则提供了适用空间”。
⑥

申言之，新《公司法》第180条

表明，勤勉义务的履行关注董事是否基于合理注意实施了符合通常交易习惯的履职行为，而非

仅看结果好坏。这一义务履行标准，恰恰与商业判断规则“禁止法院仅凭结果进行事后审查”的

内核高度契合，为该规则作为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对接基础。事实

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在解读新《公司法》第180条时亦指出，商业判断规则作为一

种司法审判标准，“较好地实现了保护公司利益与避免司法过度介入管理层决策的平衡，司法

实践中用好这一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⑦

第二，商业判断规则与新《公司法》所倡导的“弘扬企业家精神”立法价值相契合。作为新

《公司法》修订的一项显著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正式写入该

法第一条的立法宗旨。商业判断规则通过保护董事合理的商业冒险行为，避免其因决策失误遭

受不当事后追责，正是弘扬企业家精神、强化公司自治的具体体现。实际上，担任本次公司法

修改工作专班成员的学者指出，新法所倡导的弘扬企业家精神包含强化公司自治的重要内容，

其具体实现方式之一便是“通过明确商业判断规则，给予企业家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实现企业

家经营创新和商业创造之赋能”。
⑧

司法实践中，亦有法院提出类似观点。
⑨

第三，新《公司法》为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将商业判断规则作为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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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陈洪磊：《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类型化研究》，《政法论坛》2025年第6期。

 ②See Franklin A. Gevurtz,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Meaningless Verbiage or Misguided No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94, Vol. 67, No. 2, p. 295.

 ③See Franklin A. Gevurtz, Corporation Law (2nd Edition), St.Paul: Wes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0, p. 286.

 ④例如，在(2025)沪0117民初3 402号的案件中，法院指出：“商事交易过程价格磋商确定等正常商业行为，应当由公司的管理

人员根据其商业经验进行决断，并不属于司法机关进行判断的范围，在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恶意串通等情况下，公

司管理人员基于商业判断所作出决策，不能认定为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在（2025）沪03民终344号的案件中，法院主张：

“勤勉义务的审查标准系‘合理性’，不能因某丁公司最终出现了坏账而倒推决策失误。”在（2024）粤01民终15 635号的案件中，法

院认为：“基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复杂性和商业决策自身的特点，审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应当参照商业判断规则。”

 ⑤参见郭远：《我国国情下商业判断规则的导入问题省思》，《兰州学刊》2023年第4期。

 ⑥周游：《新公司法条文解读与适用指引：案例·规则·文献》，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390页。

 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4年版，第806-807页。

 ⑧刘斌：《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法律内涵与规范适用》，《北方法学》2024年第5期。

 ⑨参见（2025）沪01民终16 909号。



事勤勉义务司法审查标准所引发的担忧主要在于，该规则可能成为董事逃避责任的“避风港”。

然而审视新法的整体制度设计，这种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系统性化解。一方面，股东代表

诉讼、股东知情权以及法人人格否认诉讼等传统股东权益保护制度，在新《公司法》中继续保

留并得到巩固。另一方面，新《公司法》增设“董事出资催缴责任（第50条）”以及“影子董事制度

（第191条）”等一系列强化董事责任、提升股东救济效能的新规则，为股东创设了更为丰富的法

律请求权基础，进而在商业判断规则适用的潜在纠纷场景下，强化了股东维权的法律保障。

（三）商业判断规则的本土化适用

作为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商业判断规则在我国公司治理语境下的适用方式已

获得学界广泛探讨，其本土化路径也日益清晰。
①

在此背景下，为推动商业判断规则与现行公

司法律体系有效融合，有必要结合前述董事勤勉义务规则项下的守法义务、监督义务与类型化

规范要求等内容，进一步探讨其本土化的具体实现路径。

在守法义务的审查上，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不应延伸至董事违反具体法律法规，进而违反

勤勉义务的情形。该限定源于商业判断规则依托的司法逻辑，即法官的“能力边界”问题。申言

之，商业判断规则是一种体现司法谦抑性的司法审查标准，其基本理念在于，法官并不具备商

业经营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经验，故不应从事后视角审查董事在当时情境下作出的专业商业判

断。然而，当争议焦点转向董事是否违反明确的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时，法官作为法律专家，

其专业能力恰好与争议焦点高度契合。此时，法官不仅不存在前述“专业不对口”的障碍，反而

负有依据既有规则主动审查董事行为是否合法守章的责任，商业判断规则由此失去适用空间。

当然，即便董事作出的决策违法违章，也并不意味着相关诉讼应完全排除商业判断规则的适

用。倘若董事主观上并未意识到其决策违法违章，且这种不知情具备客观合理性，那么商业判

断规则仍可能存在适用余地。被学者称为美国监督义务重要起源的Caremark案判决即为典型

例证。
②

该案中，法院认为，尽管董事签署部分非法合同，但这些合同系在专家认定合法的前提

下签订，且并无证据显示董事所依赖的专家报告存在不合理之处，故该案中的董事决策仍可适

用商业判断规则予以审查。
③

在监督义务的审查上，前述新《公司法》下董事的两项监督职责均存在适用商业判断规则

的空间。如前所述，董事监督义务作为勤勉义务的重要内容，在新法下至少包含两项具体监督

职责：其一，在参与公司董事会决议过程中，董事应对相关事项中存在的异常情况进行调查；

其二，董事应推动公司构建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并确保其持续稳定运行。第一项监督职责实

际上要求董事在决策时开展适当调查，以知悉所有可合理获得的重要信息。这在域外司法实践

中往往被视作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前提之一。
④

在商业判断规则的司法适用层面，日本学界主

流观点便指出，当董事经调查发现异常情况，并基于调查结果作出后续决策时，其决策行为应

获得法院尊重，此时商业判断规则存在适用余地。
⑤

至于第二项监督职责，即内部控制机制的

构建与运行保障，同样应适用商业判断规则作为司法审判标准。具体而言，内部控制机制的建

立与日常运作，是涉及公司运营效率、风险防控与守法成本的复杂权衡问题。如何设计内控流

程、投入多少资源、在风险控制与经营灵活性之间如何取舍，这些问题高度依赖董事的经营智

慧与行业经验。因此，就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的制定与调整问题，法律应充分尊重董事的商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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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由此引发的董事监督义务争议，自然亦应适用具备司法谦抑性的商业判断规则予以审查。

日本司法实践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该国法院在审查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的具体内容时，通常会对

董事经营判断给予相当程度的尊重，实质上已将此类审查纳入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范畴。
①

在类型化规范要求的审查上，董事勤勉义务需要多样化的司法审查标准，因此商业判断规

则的适用也不能一成不变。概言之，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空间应与董事所负勤勉义务的宽严呈

现反向关联的张力关系。法律对董事设定的勤勉义务要求更高，则司法审查需要更深介入决策

过程以评估决策合理性。此时，商业判断规则所能提供的推定保护空间相应缩小，其适用门槛

随之抬升，法院的审查强度趋于增强。反之，当勤勉义务要求相对较低或更侧重决策自主性

时，商业判断规则作为尊重商业判断的“安全港”作用得以更充分地发挥，其推定效力更强，法

院介入审查的意愿与强度相应减弱。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构成理解并灵活运用商业判断规则

的关键逻辑线索。例如，相较于民营公司，国家出资公司的董事作出商业决策时往往需要更多

考虑社会公共利益，这意味着其勤勉义务不仅面向股东等公司利益相关者，还在相当程度上承

载着对一般社会公众的责任。正因为此类决策兼具商业性与公共性，司法有必要更多介入董事

勤勉义务的审查，商业判断规则在国家出资公司中的适用空间由此更为限缩。日本司法实践中

亦存在类似观点。该国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在银行董事作出的相关决策具备更高公共性时，银

行董事对此类决策负有更高标准的勤勉义务，故相较于一般商业公司的经营决策，此类决策下

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将受到一定限制。
②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国家出资公司董事在决策中若

严重失职，则可能面临《刑法》第167条或第168条所规定的刑事处罚。
③

这种严苛的事后追责机

制反映出，国家出资公司董事在履行勤勉义务时负有更高标准，法院应更为积极地介入审查。

当然，须注意的是，面对董事勤勉义务的类型化规范要求，仅将该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局

限于商业判断规则远远不够。事实上，董事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所作出的决策，往往受其个人能

力、信息掌握程度以及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上述复杂变量的存在，使得法院难

以借助单一而僵化的审查标准全面衡量董事勤勉义务的履行情况。我国有学者即指出，董事勤

勉义务的审查需结合具体行为背景与决策环境综合考量，因而该义务难以被一个抽象概括的

司法标准完全涵盖。
④

在董事义务规则高度发展的特拉华州，法院针对不同情境设计了一套灵

活的审查标准谱系：既有较为宽松的商业判断规则，也有极为严格的完全公正标准，还有介于

二者之间的中间审查标准。
⑤

由此可见，在我国明确董事勤勉义务司法审查标准并非一蹴而就

之事，而是一项系统性法治工程。引入商业判断规则，仅是弥补新《公司法》中董事勤勉义务司

法审查标准缺失的第一步。未来仍须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构建起多层次的审查标准体系，进而充

分回应我国公司治理的现实复杂性。

六、  结　论

通过对新《公司法》的体系化解读可见，该法下的董事勤勉义务规则以守法义务为基本规

范要求，进一步强化董事在公司内部监督方面所应承担的监督义务，并突出根据不同类型董事

设置差异化义务内容的类型化规范要求。相较于旧《公司法》，新法构建起一套更为成熟的董

第 5 期 董事勤勉义务的规范展开与司法适用 151

 ①田中亘『会社法（第3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21年）285頁参照。

 ②最決平成21年11月9日決定（刑集63巻9号1 117頁）。

 ③参见央视新闻：《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原副总经理宋全安一审获刑三年六个月》，2025年8月16日，https://big5.cctv.

com/gate/big5/news.cctv.com/2025/08/16/ARTIKhlmvQ57TZZB2PXD09G4250816.shtml，2026年5月29日访问。

 ④参见翁小川：《商业判断司法谦抑规则研究》，《政法论丛》2021年第4期。

 ⑤See Lyman Johnson, Rethinking Judicial Review of Director Care, 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1999, Vol. 24, No. 3,

pp. 791-793.



事勤勉义务规范体系，体现出立法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进步。然而，亦应客观认识到，

新《公司法》中的董事勤勉义务规则尚未臻于完备，尤其是该义务司法审查标准的立法缺失，

致使审判实践对于董事是否妥善履行勤勉义务缺乏统一判断依据。在此背景下，可考虑引入司

法谦抑性较强的商业判断规则，将其作为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进而为法院初步确立

审查该义务的基本框架与价值取向。

Doctrinal Elaboration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Directors’ Duty of Diligence

Guo Yuan
( Center for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Guangdong Zhuhai 519000, China )

Summary: Although the new Corporate Law directly stipulates directors’ duty of diligence

only  in  Article  180,  its  normative  content  regarding  this  duty  is  not  confined  to  that  single

provision.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s  19,  67,  179,  and  180  reveals  that  the  rules  on

directors’ duty  of  diligence  under  the  new Corporate  Law can  be  expanded  into  at  least  three

major dimensions. Firstly, at the level of basic norms, the duty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the  corporation’s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fundamental normative requirement of directors’ duty of diligence.  Secondly,  in

terms of internal oversight, directors’ duty of diligence is manifested in two core responsibilities:

One  is  to  investigate  abnormal  circumstances  in  board  resolutions;  the  other  is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ly functioning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within the corporation. Thirdly, at the level of

duty configuration, directors’ duty of diligence entails typified normativ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new Corporate Law,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need to impose differentiated content of the duty of

diligence on different types of directors, based on the size of the corporation, whether it is a state-
invested  corpor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powers  and  functions  among  directors  within  the

corporation.  To  implement  the  rules  on  directors’ duty  of  diligence  under  the  new Corporate

Law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key lies in clarifying the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for this duty. China

may consider introducing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thereby providing a preliminary adjudicative

framework  and  value  guidance  for  relevant  judicial  practice.  Of  course,  given  the  typified

normative  requirements  of  directors’ duty  of  diligence  under  the  new  Corporate  Law,  relying

solely on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can hardly address the diverse and complex case scenario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fore,  introducing  this  rule  is  only  the  first  step  in  remedying  the  current

lack of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for directors’ duty of diligence in China. In the future, a multi-
layered  system  of  review  standards  must  be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judicial  practice  to  fully

respond to the complexiti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Key words: duty of care; duty of obedience; duty of supervision; internal control; business

judgment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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